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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促进了中国城市
对外贸易发展吗

———来自 ２９０ 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林　 峰， 林淑佳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随着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应用， “互联网＋” 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本文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中国 “互联网＋” 指数和 ２９０ 个

地级市数据， 实证考察了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

显示： “互联网＋” 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后， “互联网＋” 指数每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总额将会增加 ２􀆰 ５２２％； 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能够促进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其中数字生活的推动作用最

为明显；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条件性和空间外

溢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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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正蓬勃发展， 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

作报告》 中首次提出要制定 “互联网＋” 行动计划， 意味着 “互联网＋” 概念上升

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

意见》， 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 提升互联网在经济、 文

化、 产业等方面的渗透融合作用。 过去六年， 中国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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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 这不仅推动了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 也构筑了居民消费的新模

式和新业态。 根据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

书》，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３８􀆰 ６％。 移动支付、 电子政务、 网约车等新业态的兴起以及社群、 公众号等信息共

享方式的推广， 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文化生活。 与此同时， 随

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日益严

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国际贸易环境带来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明确指出 “要提

升传统外贸数字化水平， 支持传统外贸企业运用云计算、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先

进技术”。 由此可见， “互联网＋” 等数字化新业态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

支撑。 如何依靠 “互联网＋” 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因而成为政府和学

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
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互联网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相关性研究。 在国家层面，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４） 的经验分析表明，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互联网建设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并不明晰， 但自 １９９７ 年开始， 互联网建设对国际贸易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Ｍｅｌｔｚｅｒ （２０１４） 指出， 互联网发展使得传统国际贸易的局限得以突破， 为发展中国家

的出口贸易提供了机会。 Ｔａｋｋａｒ 和 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２１） 的经验数据证明， 互联网建设显

著推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 此外， 互联网引致的贸易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Ｋｕｒｉｈａｒａ 和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２０１３） 基于互联网普及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与发达国家相

比， 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建设对本地贸易开放与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Ｙａｄａｖ （２０１４） 发现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对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会产生更强

的贸易促进效应。 潘家栋和肖文 （２０１８） 基于出口目的国的证据表明， 互联网建设

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 范鑫 （２０２０） 的经验数据显示， 互

联网对高收入国家出口贸易的作用会更加显著， 这是由于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建设水

平尚不能与互联网的功能需求相匹配。 而在企业层面， 沈国兵和袁征宇 （２０２０） 指

出， 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背景下， 传统企业的生产、 运营、
销售和贸易都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 一方面， 互联网的快速应用不仅提高了中国企业

开展出口贸易的概率 （李兵和李柔， ２０１７）， 还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

（胡馨月和宋学印， ２０２０）； 另一方面，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提升了中国企业的进口概

率和进口产品质量 （岳云嵩等， ２０１７； 佟家栋和杨俊， ２０１９）， 并通过网络外溢效应

提高了企业的进口绩效 （谭用等， ２０１９）。
但是，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两点局限性：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

于国家或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发展， 从城市层面展开的经验论证较少， 关于如何促进

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研究命题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孙楚仁等， ２０１９；
史恩义等， ２０２１）； 二是在研究指标上， 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并不能全面揭示

“互联网＋” 的发展内涵。 “互联网＋” 的本质是要求实体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建立

紧密联盟来进行互联网技术渗透， 核心内涵体现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虚拟经济相

融合的 “跨界经营” 过程 （赵振， ２０１５）。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 “互联网＋” 的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国际贸易



－ １８　　　 －

跨界经营内涵揭示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动能， 这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

补充。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文边际贡献有： （１） 国内学者大都采用互联网普及率来

衡量 “互联网＋” 水平 （石喜爱等， ２０１８； 肖利平， ２０１８）， 但该指标仅能反映中

国 “互联网＋” 发展的局部事实， 并不能全面揭示 “互联网＋” 的综合特征。 基于

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 “互联网＋” 指数充分度量了互联网与经济、 生活和产业

融合的程度， 能够较好地体现 “互联网 ＋” 跨界经营的内涵 （姜松和孙玉鑫，
２０２０）， 因此本文采用大数据测算的 “互联网 ＋” 指数， 真实刻画了城市

“互联网＋” 发展的特征与维度； （２） 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引入行政区

域土地面积和历史上各城市的移动电话数作为 “互联网＋” 的有效工具变量， 实证

揭示了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 （３） 不拘于总体效应的

经验评估， 本文还采用分位数回归刻画了 “互联网＋” 影响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条

件性特征， 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评估了 “互联网＋” 的空间外溢性影响。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互联网＋” 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与互联网虚拟经济相融合的跨界经营现象， 因

此本文立足于 “互联网＋” 的跨界经营内涵， 从交易成本效应、 社群效应和辐射效

应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互联网＋” 驱动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
第一， “互联网＋” 跨界经营降低了城市进出口的交易成本。 进出口交易的参

与者借助互联网搜索和可视化通讯， 便可即时获取进出口商品的市场偏好、 汇率水

平、 关税壁垒等确切信息， 从而降低市场调研的成本 （Ｍａ 和 Ｆａｎｇ， ２０２１）。 尤其

是在 “互联网＋” 渗透程度较高的城市， 进出口交易的参与者能够迅捷地捕捉到有

效的进出口信息， 降低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 （施炳展和金祥义， ２０１９）。 总体而

言， “互联网＋” 跨界融合会产生降低交易成本的外部经济效应， 增强外贸市场的

交易意愿， 主要体现在： （１） “互联网＋” 降低了进出口贸易的市场准入门槛。 城

市 “互联网＋交通物流” 打破了地理障碍和准入限制， 使得进出口参与者能够更加

便利地处理外贸订单， 充分激发进口需求和出口潜力 （王贵东和杨德林， ２０２１）。
此外， 原本被高昂启动成本拦截在外的中小微企业也可借助 “互联网＋” 降低融资

门槛， 并享受专业物流、 通关、 保险等服务， 使得进出口交易更加便利化 （刘满

凤和赵珑， ２０１９）。 （ ２） “互 联网 ＋” 降低了交付成本和监管成本。 伴随着

“互联网＋” 战略的落地， 跨境支付和跨境融资在进出口交易中的接受度和便利度

显著提升， 这有利于推动城市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 并且灵活精准地降低外贸企业

的资金周转压力， 助力对外贸易焕发新活力。 随着城市政务互联网的升级， 企业在

通关、 纳税等环节也节约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加快了对外贸易交易的流速。
（３） “互联网＋” 降低了进出口交易的风险。 出口方可以通过产品多样化或市场多

元化的方式分散出口风险， 进口方也能通过低成本购置样品、 “货比三家”、 享受

退换货服务等方式， 降低进口交易的风险 （胡馨月等，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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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互联网＋” 跨界经营丰富了城市进出口交易的社群。 传统进出口交易

往往依赖于单向投放的广告或者中间商对接， 且形式上大多是面对面沟通的合作关

系 （Ｌｅｎｄｌｅ 等， ２０１６）。 而在 “互联网＋” 背景下， 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海量的网络

社群得以凝聚， 进出口双方能够以形式丰富的虚拟社交渠道进行远程互动、 建立信

任并达成合作 （Ｈｕａｎｇ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９）。 移动互联网使进出口交易向 “微市场” 化

迈进， “互联网＋” 跨界经营有利于培育顾客社群。 一方面， 进口方可以通过社群

特色鲜明的点评渠道全面了解海外商品的品质和用户体验， 明晰进口需求的意向；
另一方面， 出口商也可以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向海外消费者展示商品， 并借助直播

间、 粉丝群等平台与海外客户形成双向互动， 以社群化传播的形式提高出口绩效

（Ｈａｉｎｉ， ２０２１）。 赵振和彭毫 （２０１８） 指出， 依靠 “互联网＋” 的 “场景＋产品”
策略， 这种跨界经营形式有助于扩大以虚拟网络维系共同情感的、 对实体产品有购

买力的海外顾客社群。 此外， “互联网＋” 打造的社群网络能显著提高进出口交易的

信任水平， 这既是在线支付等环节的有力保障， 也是触发社群对进出口商品的自我传

播路径的重要基础 （Ｍａ 等， ２０２０）。 由此可见， 社群生态的构筑实现了城市个性化

生产和场景化销售， 加快了城市贸易数字化发展。
第三， “互联网＋” 跨界经营强化了城市进出口贸易的辐射效应。 互联网虚拟

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强互补性， 互联网经济可突破实体经济的空间限制， 容纳超大

规模的贸易活动， 为城市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可行性条件。 一方面， “互联网＋” 跨

界融合有助于打破城市间的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 重构规范化的外贸规则， 推动国

内市场一体化 （关利欣等， ２０１５）。 邻近城市往往具有出口结构相似、 出口市场趋

同的特点， 产业之间也存在同构现象， 因而随着 “互联网＋” 深入发展， 本地区可

以通过学习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出口质量升级 （强永昌和杨航英，
２０２１）。 “互联网＋” 也带来了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普惠性支持政策， 这有利于促进

外贸人才在经济发达城市之间的流动， 同时带动经济落后城市特色产业的外贸发展

（刘娟等， 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 “互联网＋” 增强了产业链协同和贸易辐射效应。 城

市 “互联网＋” 的发展不仅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更优质的中间品， 从而扩大了下游企

业所在城市的出口规模， 同时也为上游企业提供了数字化和信息化革新的动能， 这有

利于提升上游企业所在城市的外贸能力 （龚强等， ２０２１）。 通常而言， 互联网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越高， 越有助于打造成熟的分工网络和高度协同的基础设

施， 通过辐射作用带动城市群进出口贸易的联动发展 （安同良和杨晨， ２０２０）。
因此，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说： “互联网＋” 能够

显著促进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

二、 计量模型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考察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基准计量模型设

定如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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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ｉ ＝ β０ ＋ β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ｉ ＋ θＺ ｉ ＋ εｉ （１）
式 （１） 中， ｉ 代表城市。 ｔｒａｄｅｉ 为对外贸易变量， 反映 ｉ 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规

模， 以各城市进出口总额的对数来衡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ｉ 为 “互联网＋” 变量， 反映 ｉ
城市的 “互联网＋” 发展水平。 Ｚ ｉ 表示控制变量， εｉ 表示随机误差项。

对于 “互联网＋” 变量， 本文采用腾讯研究院编制的 “互联网＋” 指数来表

示。 与宽带接入用户数、 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相比， “互联网＋” 指数汇总了腾讯、
京东、 携程等互联网公司的全样本大数据， 指标的统计范围更加系统全面。 “互联

网＋” 指数通过数据标准化、 专家评分确定权重等方法， 计算数字经济、 数字政

务、 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活这四个分指数， 再对四个分指数加权平均而得。 其中， 数

字经济指数评估了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与各个经济部门的融合发展情况； 数

字政务指数综合考察了互联网城市服务平台的使用情况、 专业程度和服务效益； 数

字文化指数从资讯、 文学、 影视、 游戏类等方面评价了互联网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情

况； 数字生活指数则从微信社交指数和社交支付两方面度量了互联网与居民日常生

活的交融程度。 各分指数是由原始值按百分比形式进行标准化后的数值， 权重指标

采用专家背对背评分的方法得出。 “互联网＋” 指数越大， 表示 “互联网＋” 发展

水平越高。
借鉴已有研究文献， 本文选取地区经济规模 （ｇｄｐ） 、 财政收支 （ ｆｅ） 、 外商直

接投资 （ ｆｒ） 和劳动力资源 （ ｌａｂｏｒ） 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 往往拥有

更强的进出口需求， 因而对外贸易活动会更加活跃， 为此本文用城市的国内生产

总值表示经济规模。 财政能力更强的城市， 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助力地区对外贸

易发展， 本文引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来衡量财政能力， 分别以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和公共预算支出表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创造、 技术溢出等渠道能够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柴庆春和胡添雨， ２０１２）， 本文选取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进行测度， 并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进行计价调整。 考虑到劳动力资源会影

响城市的要素禀赋和进出口竞争力， 本文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来衡量

劳动力资源。

（二）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腾讯研究院已发布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 “互联网＋” 指数， 但由于统计口

径和构造方法存在较大差异①， 本文并未将这两年的指数进行综合考察。 囿于 ２０１５
年城市对外贸易数据的不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２９０ 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研

究样本。 “互联网＋” 指数来自腾讯研究院编制的 《中国 “互联网＋” 指数报告》，
城市对外贸易额、 经济规模、 财政收支、 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资源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城市的对外贸易额采用美元计算，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７ 年人

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进行了计价调整。 为了保证口径和量纲上的一致性， 本文对

模型 （１） 中的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表 １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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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 ２０１５ 年的 “互联网＋” 指数是由 “互联网＋基础”、 “互联网＋产业” 等四个分指数构成， 而

２０１７ 年的 “互联网＋” 指数则由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等四个分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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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ｔｒａｄｅ １３􀆰 ８９７ ２􀆰 ２４９ ５􀆰 ２７７ １９􀆰 ６４４ ２９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０􀆰 ３６２ ０􀆰 ８７４ －１􀆰 ９３５ ３􀆰 ３４７ ２９０

ｇｄｐ １５􀆰 ８０９ １􀆰 １７０ １２􀆰 ７６４ １９􀆰 ５４０ ２８７
ｆｅ １５􀆰 ０４０ ０􀆰 ７２１ １２􀆰 ５３３ １８􀆰 １３９ ２９０
ｆｒ １４􀆰 ０６３ １􀆰 ０６９ １１􀆰 ７７３ １８􀆰 ０１２ ２９０
ｆｄｉ １１􀆰 ９１８ ２􀆰 ０６３ ３􀆰 ００８ １６􀆰 ６１４ ２６６
ｌａｂｏｒ １２􀆰 ８５１ ０􀆰 ８９２ １０􀆰 １５９ １５􀆰 ９１１ ２９０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呈现了模型 （１） 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列 （１） 和列 （２） 中， “互联网＋”
变量在 １％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表明 “互联网＋” 显著驱动了中国城市的对外贸

易发展。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互联网＋” 指数每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总

额将会增加 ０􀆰 ９５３％。 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说相一致， 即 “互联网＋” 在促进城市对

外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且积极的作用。 考虑到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 （简
称 “北上广深” ） 这四个一线城市的 “互联网＋” 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 本文在

列 （３） 中剔除了这四个城市样本。 估计结果显示， “互联网＋” 变量仍然在 １％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 “互联网＋” 是推动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剔除

一线城市样本的情况下， “互联网＋” 指数每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额将会增加

１􀆰 ００８％。 因此， 以上回归结果也验证了研究假说的成立。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１􀆰 ９４５∗∗∗ ０􀆰 ９５３∗∗∗ １􀆰 ００８∗∗∗

（２１􀆰 ２４２） （４􀆰 ６１９）（４􀆰 ６４６）
０􀆰 ３２８∗∗ ０􀆰 ３３３∗∗

— （２􀆰 １３８） （２􀆰 １７７）
－０􀆰 ８６８∗∗ －０􀆰 ８３５∗∗

— （－２􀆰 ４０３） （－２􀆰 １９１）
１􀆰 １２９∗∗∗ １􀆰 １０４∗∗∗

— （４􀆰 ３５９） （４􀆰 ２４４）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５∗∗

— （２􀆰 ３６９） （２􀆰 ３７５）
－０􀆰 ４０１ －０􀆰 ４２０∗

— （－１􀆰 ６４８） （－１􀆰 ６９６）
１４􀆰 ６００∗∗∗ ８􀆰 ４８６∗∗ ８􀆰 ５２０∗∗

（１７６􀆰 １０５） （２􀆰 １８６） （２􀆰 ０９１）

２９０ ２６３ ２５９

０􀆰 ５７２ ０􀆰 ６８０ ０􀆰 ６５１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性 ｔ 统计量。 下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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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中， 经济规模变量、 财政收入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均显著为

正， 表明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越高、 实际利用外资额越多， 能为对外贸

易注入更丰富的要素资源和技术源泉， 将有利于提高该城市的对外贸易规模。 财政

支出变量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财政支出扩张会降低该城市的对外贸易总

额。 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增加会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 （曹春方等，
２０１４）， 进而导致地方企业的过度投资和对外贸资源的掠取。 劳动力资源的系数均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劳动力禀赋不再是中国城

市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回归

除了 “互联网＋” 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 还可能存在对外贸易影

响 “互联网＋” 的单向因果关系。 显然， 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 越倾向于

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进而深化 “互联网＋” 的推广应用。 鉴于此，
本文引入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和历史上各城市的移动电话数作为 “互联网＋” 的工具

变量， 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必须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这两个基本条

件。 一方面， 海拔高度、 气候条件等地理因素固然存在外生属性， 但从国际贸易角

度看， 海拔、 气候、 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也会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Ｄａｕｍａｌ，
２００８）。 而土地面积不仅会直接影响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和应用节点分布， 即具备了

相关性条件， 同时它也不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决定因素 （Ｅｎｉｋｏｌｏｐｏｖ 和 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
２００７）， 即满足了外生性条件。 因此， 本文采用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取对数） 作为

“互联网＋” 的工具变量。 另一方面， 电话用户数代表了城市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水平， 也必将对城市的互联网发展产生影响。 借鉴陈维涛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 本

文选取 ２００１ 年城市的移动电话用户总量 （取对数） 作为 “互联网＋” 的工具变量，
这是因为滞后期的历史数据不会对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

表 ３ 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模型不仅拒绝了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的 “不可

识别” 原假设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检验的 “弱工具变量” 原假设， 还接受

了 Ｈａｎｓｅｎ Ｊ 检验的 “工具变量外生” 原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工具变量满

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基本要求， 是合理的工具变量。
表 ３ 呈现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 在

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表 ３ 列 （１） 中 “互联网＋” 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２􀆰 １１４， 且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列 （２） 中 “互联网＋” 变量在

１％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表明 “互联网＋” 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尤

其是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 “互联网＋” 变量的系数值显著增大， “互联网＋” 指数每

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总额将会增加 ２􀆰 ５２２％。 这说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互联

网＋” 对城市对外贸易的推动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列 （３） 是剔除 “北上广深” 城

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互联网＋” 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也与表 ２ 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 回归基本一致。 因

此，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是有效且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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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常数项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Ｆ 统计量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样本量

Ｒ２

２􀆰 １１４∗∗∗ ２􀆰 ５２２∗∗∗ ２􀆰 ８９０∗∗∗

（１８􀆰 ２９０） （４􀆰 ７２９） （４􀆰 ８６４）
－０􀆰 １３１ －０􀆰 １６８

— （－０􀆰 ６８０） （－０􀆰 ８２５）
－１􀆰 ３５９∗∗∗ －１􀆰 ３５３∗∗∗

— （－３􀆰 ６４３） （－３􀆰 ３６８）
０􀆰 ９８８∗∗∗ ０􀆰 ８９３∗∗∗

— （３􀆰 ３４４） （２􀆰 ９１３）
０􀆰 ２４８∗∗ ０􀆰 ２５０∗∗

— （２􀆰 ２４８） （２􀆰 ２９６）
－０􀆰 ７８８∗∗ －０􀆰 ８８２∗∗∗

— （－２􀆰 ５６８） （－２􀆰 ６２６）
１４􀆰 ７６４∗∗∗ ３０􀆰 ６７６∗∗∗ ３３􀆰 ８４１∗∗∗

（１７１􀆰 ９４４） （３􀆰 ９８７） （４􀆰 ０２４）
５４􀆰 ９４８ ２４􀆰 ７６９ ２３􀆰 ３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５５ ２２􀆰 ３４５ ２１􀆰 ３９８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３｝
１０􀆰 ３８４ ０􀆰 ７６３ ０􀆰 ２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３８２］ ［０􀆰 ６２０］

２６４ ２４８ ２４４

０􀆰 ５７７ ０􀆰 ６２６ ０􀆰 ５６１

注： 小括号中的值为 ｔ 统计量， 中括号中的值为 Ｐ 值， 大括号中的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的 １０％临界值。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在表 ４ 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首

先， 尽管基准模型已经采取稳健标准误进行了异方差纠正①， 但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

有效性， 本文对基准模型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ＬＳ） 进行

估计。 其次， 考虑到城市的经济枢纽性或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会影响 “互联网＋” 战

略的试点和推广， 本文引入以下三类城市层面的虚拟变量： （１） 东部地区城市的虚

拟变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ｕｍｍｙ） （２） 沿海沿边城市的虚拟变量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ｕｍｍｙ） ； （３） 一线

城市的虚拟变量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ｄｕｍｍｙ） 。 一线城市不仅包含 “北上广深” 这四个城市，
还涵盖了成都、 杭州、 武汉、 天津、 南京、 重庆、 西安、 长沙、 青岛、 沈阳、 大连、
厦门、 苏州、 宁波、 无锡这 １５ 个准一线城市。

表 ４ 列 （１） 和列 （２） 的 ＷＬＳ 估计结果显示， “互联网＋” 变量在 １％的水平

下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 “互联网＋” 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的对外贸易规模。 在加入

三类城市虚拟变量后， 列 （３） 至列 （５） 中的 “互联网＋” 变量仍然在 １％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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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著为正， 表明 “互联网＋” 有利于中国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 这与基准模型的

回归结果相一致。 此外， 东部地区城市和沿海沿边城市的虚拟变量均显著为正， 表

明与中西部地区城市或内陆城市相比， 这些城市凭借优越的行政红利、 地理位置和

港口条件， 进出口贸易更加活跃。 一线城市的虚拟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

人口集聚和城市枢纽性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的优势并未显现。 以上结果进一步支持

了基准模型的分析结论。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ｕｍｍｙ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ｕｍｍｙ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ｄｕｍｍｙ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１􀆰 ８９７∗∗∗ 　 ０􀆰 ９３６∗∗∗ 　 ０􀆰 ５５９∗∗∗ 　 ０􀆰 ４８８∗∗∗ 　 ０􀆰 ５０７∗∗∗

（２０􀆰 ６４４） （４􀆰 ６５３） （３􀆰 １２０） （２􀆰 ７６２） （２􀆰 ８０３）
０􀆰 ２９７∗ ０􀆰 ３３０∗∗ ０􀆰 ２６５∗ ０􀆰 ２７６∗∗

— （１􀆰 ９２９） （２􀆰 ３２８） （１􀆰 ９２３） （２􀆰 ０２２）
－０􀆰 ９４６∗∗∗ －０􀆰 ５３６ －０􀆰 ４８５ －０􀆰 ４６０

— （－２􀆰 ７４７） （－１􀆰 ５０９） （－１􀆰 ４１３） （－１􀆰 ３０７）
１􀆰 １９５∗∗∗ ０􀆰 ９２６∗∗∗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９∗∗∗

— （４􀆰 ６１６） （３􀆰 ７８９） （４􀆰 ２６４） （４􀆰 ２６７）
０􀆰 ２３８∗∗ ０􀆰 ２３８∗∗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７∗∗

— （２􀆰 ３４６） （２􀆰 ３５１） （２􀆰 ４４０） （２􀆰 ４４３）
－０􀆰 ３７０ －０􀆰 ３１６ －０􀆰 ２８３ －０􀆰 ２９７

— （－１􀆰 ５６３） （－１􀆰 ３９５） （－１􀆰 ３３１） （－１􀆰 ３６９）
１􀆰 １０５∗∗∗ ０􀆰 ７７５∗∗∗ ０􀆰 ７５６∗∗∗

— — （８􀆰 １９１） （５􀆰 ３５５） （５􀆰 ０１１）
０􀆰 ９１０∗∗∗ ０􀆰 ９２１∗∗∗

— — — （４􀆰 ８６７） （４􀆰 ８３９）
－０􀆰 １７８

— — — — （－０􀆰 ５８５）
１４􀆰 ５９０∗∗∗ ８􀆰 ９１８∗∗ ４􀆰 ８１２ ３􀆰 ５２９ ３􀆰 １５３

（１７４􀆰 ８３６） （２􀆰 ３７９） （１􀆰 ３７７） （１􀆰 ０２６） （０􀆰 ９０１）

２９０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０􀆰 ６１７ ０􀆰 ７０９ ０􀆰 ７２０ ０􀆰 ７４６ ０􀆰 ７４６

（四） 异质性检验

本文选取的 “互联网＋” 指数不仅涵盖了 ２９０ 个地级市的总指标， 还报告了数

字经济、 数字政务、 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活四个分指数的百强城市， 有助于探讨互联

网在经济、 政务、 文化和生活领域的应用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互联网＋” 分指数的度量说明如下： （１） 数字经济指数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ｅ） 。

由机构微信公众号指标、 支付和理财类指标、 商品和服务交易类指标、 云计算指标

等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以评估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与各个经济部门的融

合发展情况。 其中， 支付和理财类指标包括目标城市微信支付、 理财通等用户数量

和金额， 商品和服务交易类指标包括京东商城、 滴滴出行、 携程和美团四个平台的

用户、 订单量等。 （２） 数字政务指数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ｐ） 。 由服务质量星级、 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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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用户数、 重点行业丰富度等指标构成， 反映了城市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的情况。
其中， 服务质量星级评价了访问速度、 客服帮助等服务， 重点行业丰富度包含了交

管、 车管、 公积金、 社保、 医疗等五个重点行业的政务指标。 （３） 数字文化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ｃ） 。 基于腾讯新闻客户端、 视频、 在线文字、 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的

使用数据， 由新闻评论量、 点击量、 视频点击量、 游戏次数和时长等指标构成， 反映

了互联网在文化和休闲领域的应用情况。 （４） 数字生活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ｌ） 。 由微

信社交指数和社交支付两类指标加权得到， 涵盖了微信好友数、 群数、 评论数、 点赞

数、 红包转账等指标， 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融程度。
表 ５ 的 ＯＬＳ 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变量、 数字政务变量和数字生活变量均

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互联网在经济、 政务和生活领域的融合对扩大外贸

规模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文化变量的系数也为正， 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数

字文化在引领对外贸易发展方面缺乏显著的带动作用。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ｌ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５５１∗∗

（２􀆰 ３８９） — — —

０􀆰 ６８３∗∗
— （２􀆰 ４９９） — —

０􀆰 ５２８
— — （１􀆰 ３３８） —

０􀆰 ７２４∗∗
— — — （２􀆰 ５９１）

０􀆰 ０２８ －０􀆰 １６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５） （－０􀆰 ４８７） （０􀆰 ５５２） （０􀆰 ５５６）
－１􀆰 １９２∗∗∗ －０􀆰 ８７１∗ －１􀆰 ８３７∗∗∗ －１􀆰 ４２３∗∗∗

（－２􀆰 ９３６） （－１􀆰 ８４９） （－４􀆰 １７９） （－３􀆰 ７７０）
１􀆰 ９４７∗∗∗ １􀆰 ４９５∗∗∗ ２􀆰 ３６３∗∗∗ １􀆰 ８１１∗∗∗

（４􀆰 ６９６） （２􀆰 ７０９） （５􀆰 ９３３） （４􀆰 ２２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６４５） （１􀆰 １５９）
－０􀆰 ２０１ ０􀆰 ７０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０

（－０􀆰 ５２９） （１􀆰 ２９４） （－０􀆰 ２８１） （０􀆰 ００２）
７􀆰 ４４７ －０􀆰 ２２４ ８􀆰 ０９６ ７􀆰 ２５３∗

（１􀆰 ３８０） （－０􀆰 ０５２） （１􀆰 １７５） （１􀆰 ７４３）

９６ ９６ ９５ ９６

０􀆰 ７２０ ０􀆰 ７５３ ０􀆰 ７７６ ０􀆰 ７７０

从估计系数来看， 数字生活对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数字生

活指数每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总额将会增加 ０􀆰 ７２４％， 其次为数字政务

（０􀆰 ６８３％） 和数字经济 （０􀆰 ５５１％）。 这一结果与现实直觉相吻合， 其原因在于数

字生活指数中以微信为平台的社交互动能够刺激消费者对于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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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 微信好友数和群数越多， 朋友圈的评论数和点赞数越多， 越能加速国内外商

品信息的传播， 这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需求的提升。 微

信红包和转账等社交支付也大大缩短了外贸订单的周期， 进而加快了货物和服务的

国际流通。 数字经济的功能在于为外贸商流、 资金流和物流提供了云计算、 大数据

等前沿技术的支撑， 而数字政务水平的提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行政审批、 报

关和通关的便捷， 提升了外贸政务的服务质量和反馈速度。 相较于数字经济和数字

政务， 由社交指数和社交支付这两类指标加权得到的数字生活指数体现了互联网与

居民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 其数字化应用的群体显然更多， 应用的频率和持续性也

更高， 因此数字生活对城市外贸的赋能作用会相对更强。

四、 “互联网＋” 的条件性与空间外溢性特征

（一） “互联网＋” 的条件性特征

对于处在不同对外贸易发展状态的城市， “互联网＋” 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

异呢？ 为了进一步解答这一问题， 本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来考察 “互联网＋” 对

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条件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互联网＋” 的条件性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３２５ ０􀆰 ５３６ ０􀆰 ８２３∗∗∗ ０􀆰 ８６１∗∗∗ １􀆰 ００６∗∗∗

（０􀆰 ６８０） （１􀆰 ５６１） （４􀆰 ０３３） （３􀆰 ３５１） （２􀆰 ６７９）
０􀆰 ８００∗∗ ０􀆰 ３７４ ０􀆰 １４３ ０􀆰 １７７ ０􀆰 ２４９

（２􀆰 ２４７） （１􀆰 ４６０） （０􀆰 ９４０） （０􀆰 ９２６） （０􀆰 ８９０）
－０􀆰 ８１２ －０􀆰 ９６８∗∗ －０􀆰 ９４７∗∗∗ －１􀆰 ３４６∗∗∗ －１􀆰 ３６２∗∗∗

（－１􀆰 ２８４） （－２􀆰 １２７） （－３􀆰 ５０４） （－３􀆰 ９５８） （－２􀆰 ７３９）
０􀆰 ６４１ １􀆰 ５７７∗∗∗ １􀆰 ４６５∗∗∗ １􀆰 ８７２∗∗∗ １􀆰 ８３８∗∗∗

（１􀆰 １８４） （４􀆰 ０５３） （６􀆰 ３３５） （６􀆰 ４３５） （４􀆰 ３２２）
０􀆰 ４１８∗∗∗ ０􀆰 １８９∗∗ ０􀆰 １６４∗∗∗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１

（３􀆰 ５２８） （２􀆰 ２２４） （３􀆰 ２４６） （１􀆰 ２７７） （－０􀆰 ５５１）
０􀆰 １２８ －０􀆰 ３４２ －０􀆰 ２８４ －０􀆰 ５７３∗∗ －０􀆰 ６０２

（０􀆰 ２５５） （－０􀆰 ９４９） （－１􀆰 ３２５） （－２􀆰 １２５） （－１􀆰 ５２９）
－３􀆰 ５０９ ２􀆰 １２５ ７􀆰 ３６４∗∗ １２􀆰 ４７１∗∗∗ １４􀆰 ５８３∗∗

（－０􀆰 ４２４） （０􀆰 ３５７） （２􀆰 ０７９） （２􀆰 ７９９） （２􀆰 ２３９）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０􀆰 ４２５ ０􀆰 ４５１ ０􀆰 ４９０ ０􀆰 ５１９ ０􀆰 ５３３

表 ６ 的估计结果显示， “互联网＋” 变量在 ５０％、 ７５％和 ９０％的分位数与城市

对外贸易总量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但在 １０％和 ２５％的分位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城市外贸发展水平较低时， “互联网＋” 对外贸发展并无显著影响。 随着分位

数的增加， “互联网＋” 变量的估计系数呈现出边际递增规律。 这意味着， 随着城

市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互联网＋” 的助推作用逐步凸显。 此外， 控制变量的系

数符号也与基准模型相一致。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不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下，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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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影响强度呈现出边际递增特征， 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则表

现为边际递减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在外向型水平较高的城市中， 财政政策的灵活性

和传导性相对较强， 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则更易显现。
从图 １ 中 “互联网＋” 变量的分位数回归趋势也可以看出， 在城市对外贸易变

量处于低分位时， 分位数估计结果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差异较大， 但在城市对外贸易

变量处于高分位时， 两者的估计结果趋于一致。 因此， 分位数回归结果揭示了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条件性影响， 即 “互联网＋” 的外贸赋能

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相对发达的城市。 可能的原因在于互联网在电商平台、 智

能物流等领域的应用， 有效提升了贸易信息沟通和处理、 货物调配和监管等方面的

效率。 由于对外贸易较发达城市的贸易效率诉求往往较高， 因此 “互联网＋” 对外

贸的赋能作用也会相对较大。

图 １　 “互联网＋” 的分位数回归趋势

（二） “互联网＋” 的空间外溢性特征

互联互通是城市网络建设的重要体现， 因而 “互联网＋” 本身就具有空间扩散

和辐射带动的特征 （安同良和杨晨， ２０２０）。 城市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受本地 “互联

网＋” 发展的影响， 还可能受惠于邻近城市的 “互联网＋” 建设。 为此， 本文进一

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ＤＭ）， 以考察 “互联网＋” 与对外贸

易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 城市层面的空间杜宾模型构建如下：

ｔｒａｄｅｉ ＝ α０ ＋ λ∑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ｔｒａｄｅｊ ＋ α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ｉ ＋ ρ∑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ｊ ＋ α２Ｚ ｉ ＋ εｉ

（２）
式 （２） 中， ｗ ｉｊ 为权重矩阵Ｗ中的元素。 参照钞小静等（２０２０） 的做法， 本文对

于权重矩阵 Ｗ 分别选取邻接矩阵、 反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矩阵来表示。 其

中， 邻接矩阵（Ｗ１） 将两城市具有共同的边或顶点视为相邻区域， 反距离矩阵（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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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城市地图质心地理距离的倒数， 而经济地理矩阵（Ｗ３） 则构建反映经济距离和

地理距离的矩阵， 以 ２０１７ 年各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经济距离的衡量。 其

他变量的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本文采用 ＬＭ 检验和稳健 ＬＭ 检验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选择 （ＬｅＳａｇｅ 和 Ｐａｃｅ，

２００８）。 首先， 利用 ＬＭ 统计量显著性来判断是否保留空间滞后项 （即权重矩阵和

对外贸易变量相乘） 或空间误差项。 倘若统计量不显著， 则不保留相应的滞后项

或残差项。 其后， 对 ＬＭ 检验后保留下来的滞后项或残差项进行稳健 ＬＭ 检验， 若

检验结果仍然显著则保留， 否则不保留。 基于矩阵 Ｗ１、 Ｗ２ 和 Ｗ３空间误差项的 ＬＭ
检验和稳健 ＬＭ 检验发现， 模型应包含空间滞后项。 为此， 本文采用包含空间滞后

项 （Ｗ􀆰 ｔｒａｄｅ） 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
在对模型 （２） 进行计量分析之前， 本文利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

对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对外贸易额 （ ｔｒａｄｅ） 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的取值区间为 ［－１， １］，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大于零表示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存在

正向空间相关性， 小于零则表示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的取值区间为 ［０， ２］，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小于 １ 表示邻近城市的对外贸

易发展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 反之亦然。 全局自相关检验的结果见表 ７。 可以看

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均在 １％的显著水平下证实了对外贸易额存在正

向空间相关性。 图 ２ 是基于三个权重矩阵绘制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散点图 （对
２９０ 个城市进行编号）。 可以发现， 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
表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正向自相关特征，
即对外贸易规模高的城市， 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额也会较高。 因此， 对模型 （２）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就具备了统计上的合理性。

表 ７　 Ｍｏｒａｎ􀆳ｓ Ｉ和 Ｇｅａｒｙ􀆳ｓ Ｃ指数的检验结果

项目 Ｗ１ Ｗ２ Ｗ３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

０􀆰 ２５２∗∗∗ ０􀆰 ０６３∗∗∗ ０􀆰 ４８７∗∗∗

（５􀆰 ９３１） （１２􀆰 １６６） （１１􀆰 ８９８）
０􀆰 ７９２∗∗∗ ０􀆰 ９４１∗∗∗ ０􀆰 ４４６∗∗∗

（－３􀆰 ９８５） （－４􀆰 ９８４） （－１１􀆰 ３５７）
注： 括号中的值为 ｚ 统计量。

图 ２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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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可以发现， 表 ８ 列 （１） 至列 （３） 中

对外贸易额的空间滞后项 （Ｗ􀆰 ｔｒａｄｅ） 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

发展也会带动本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 在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中， “互联网＋”
变量与对外贸易变量显著正相关， 这与基准模型的结论相一致。 而在邻接矩阵和反

距离矩阵中， “互联网＋” 的空间滞后项 （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 表明本城市的对外贸易扩张不仅受本地 “互联网＋” 的影响， 还会受到邻近

城市 “互联网＋” 的影响， 因而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特征。 只有在列 （１） 的空

间邻接矩阵中， “互联网＋” 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空间外溢

效应在地理邻接的城市群更加显著。 地理邻接城市 “互联网＋” 发展水平的提升， 不

仅有利于本地区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 还会推动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

表 ８　 “互联网＋” 的空间外溢性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Ｗ１ Ｗ２ Ｗ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Ｗ􀆰 ｔｒａｄｅ

ｇｄｐ

ｆｅ

ｆｒ

ｆｄｉ

ｌａｂｏｒ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６７２∗∗∗ ０􀆰 ３３０ １􀆰 ０５３∗∗∗

（３􀆰 ０２０） （１􀆰 ４４６） （４􀆰 ８８４）
０􀆰 ８７２∗∗∗ ５􀆰 ２４４∗∗∗ －０􀆰 １１４

（３􀆰 ９５２） （６􀆰 ２４３） （－０􀆰 ３７３）
０􀆰 ０３１∗ ０􀆰 １０１∗∗∗ ０􀆰 ２９４∗∗

（１􀆰 ７５０） （３􀆰 ６８３） （２􀆰 ２０２）
０􀆰 ４６２∗∗∗ ０􀆰 ４４３∗∗∗ ０􀆰 ３２０∗∗

（２􀆰 ７７７） （２􀆰 ８８５） （２􀆰 ０１３）
－０􀆰 ５７５∗∗ －０􀆰 ３９９ －０􀆰 ８２３∗∗∗

（－１􀆰 ９７４） （－１􀆰 ４１２） （－２􀆰 ８９５）
０􀆰 ９２１∗∗∗ ０􀆰 ８８３∗∗∗ ０􀆰 ９２２∗∗∗

（３􀆰 ７６５） （３􀆰 ７４８） （３􀆰 ６９０）
０􀆰 ２２７∗∗∗ ０􀆰 ２０２∗∗∗ ０􀆰 ２４１∗∗∗

（４􀆰 ２３６） （３􀆰 ６６２） （４􀆰 ５３５）
－０􀆰 ３６９∗ －０􀆰 １５８ －０􀆰 ３６７

（－１􀆰 ６６６） （－０􀆰 ７１３） （－１􀆰 ６４３）
４􀆰 ４３７ ０􀆰 ２０２ ６􀆰 ３５９

（１􀆰 １６７） （０􀆰 ０５４） （１􀆰 ６０１）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６３

０􀆰 ６７０ ０􀆰 ７２２ ０􀆰 ６９２

因此，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揭示了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的空间外溢性影响， 亦表明城市间信息技术的互联互通， 能够有效实现信息与资源

的有效配置， 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从而带来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 以 “互
联网＋” 指数排名前两位的深圳和广州为例， 如果能够充分发挥 “互联网＋” 的空

间扩散和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互联网在经济、 政务、 文化和生活领域的信息优化和

集成①， 将有效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对外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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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中国 “互联网＋” 指数和 ２９０ 个地级市数

据， 实证考察了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并利用分位数回归

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 “互联网＋” 的条件性和空间外溢性特征。 本文的研究

表明： （１） “互联网＋” 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后， “互联网 ＋” 指数每提高 １％， 城市对外贸易总额将会增加 ２􀆰 ５２２％。
（２） 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有助于促进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 其中数

字生活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３） “互联网＋” 对中国城市对外贸易发展具有显著

的条件性和空间外溢性影响。 一方面， “互联网＋” 的分位数估计系数呈现边际递

增规律， 说明 “互联网＋” 在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充分激发外贸活

力； 另一方面， “互联网＋” 也存在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 这意味着 “互联网＋”
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还会推动邻近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 本文的研究

结论为深入推进 “互联网＋外贸” 新模式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 要创新 “互联网＋外贸” 模式， 发挥 “互联网＋” 在外贸发展水平较高

城市的赋能作用。 互联网已渗入到与海内外消费者密切相关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

生活领域， 尤其对于外贸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互联网＋” 应用的范围和渗透率

都在不断加大。 因此， 深入推进 “互联网＋外贸” 建设， 需要把握新经济时代的外

贸转型特征， 不断创新 “互联网＋” 在外贸领域的试点和应用， 例如跨境电商业

务、 海淘平台联盟等， 对赋能对外贸易发展尤为重要。 同时， 需要重视并挖掘

“互联网＋” 对中西部等对外贸易发展较慢城市的带动作用。 本文研究亦表明， 当

外贸发展水平较低时， “互联网＋” 对外贸发展并无显著影响。 因此， 对于对外贸

易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 应积极探索 “互联网＋外贸” 的协同创新模式， 利用 “互
联网＋” 降低贸易信息成本， 克服地缘上的外贸发展劣势， 构建城市资源与外贸资

源融合的新模式， 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发展。
第二， 继续加强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建设， 挖掘数字文化对外贸发

展的赋能潜力。 在数字经济方面， 不仅要关注互联网带来的横向商业模式创新， 更要

关注互联网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纵深应用， 在技术和质量上钻研攻坚， 以数字经济赋

能对外贸易； 在数字政务方面， 要不断优化数字政务系统， 提高数字政务管理的灵活

度和智慧度， 提高进出口事务的办理效率和监管能力； 在数字生活方面， 要继续挖掘

社交网络和社交支付带来的对外贸易活力， 让更多有创意、 有技术、 高质量的产品走

进人民生活； 在数字文化方面， 尽管数字文化对外贸发展的推动效力尚未显现， 但文

化交流仍然是未来缩短进出口双方心理距离、 促进多元产品贸易的重要推动力。 因

此， 需要重视数字文化建设， 为开发文化产品、 融入全球经济培育软实力。
第三， 要鼓励城市间信息技术的互联互通， 提高城市间 “互联网＋” 的兼容

性。 “互联网＋” 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 使得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受惠于

本地区的 “互联网＋” 发展， 还受惠于邻近城市的 “互联网＋” 建设。 由于邻近城

市的消费者、 生产者和监管者在经济、 生活等领域的信息技术共享更为密切，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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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 数字政务、 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等方面需要重视与邻近城市的信息沟

通、 经验借鉴与技术合作， 有利于化解城市群外贸发展不平衡的障碍， 构建城市间

更加便利、 高效和协同的外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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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刘娟， 王维薇， 冯利 􀆰 普惠贸易视角下小额跨境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Ｊ］ ．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０５）： ４９－６０􀆰
［１４］刘满凤， 赵珑 􀆰 互联网金融视角下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破解［Ｊ］ ．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９（３）： ３９－４９􀆰
［１５］潘家栋， 肖文 􀆰 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１２）： １６－２６􀆰
［１６］强永昌， 杨航英 􀆰 市场一体化、 空间溢出与区域出口质量升级———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经验分析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７］沈国兵， 袁征宇 􀆰 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１）： ３３－４８􀆰
［１８］施炳展， 金祥义 􀆰 注意力配置、 互联网搜索与国际贸易［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１１）： ７１－８６􀆰
［１９］史恩义， 郭凯悦， 魏雪靖 􀆰 贸易开放、 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Ｊ］ ．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５）： ４６－６２􀆰
［２０］石喜爱， 李廉水， 程中华， 等 􀆰 “互联网＋” 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分析［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８）： １３８４－１３９４􀆰
［２１］孙楚仁， 王松， 陈瑾 􀆰 贸易开放、 城市制度改进与经济增长［Ｊ］ ． 科研管理， ２０１９（８）： ４３－５２􀆰
［２２］佟家栋， 杨俊 􀆰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１１）： １－１５􀆰
［２３］谭用， 孙浦阳， 胡雪波， 等 􀆰 互联网、 信息外溢与进口绩效： 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９

（１２）： ７７－９８􀆰
［２４］王贵东， 杨德林 􀆰 “互联网＋交通物流” 与人口城镇化： 基于 “两新一重” 融合模型［ Ｊ］ 􀆰 经济学报，

２０２１（１）： １２９－１５８􀆰
［２５］肖利平 􀆰 “互联网＋” 提升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Ｊ］ ．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８（１２）： ３８－４６􀆰
［２６］岳云嵩， 李兵， 李柔 􀆰 互联网对企业进口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Ｊ］ ． 国际经贸探

索， ２０１７（３）： ５７－６９􀆰
［２７］赵振 􀆰 “互联网＋” 跨界经营： 创造性破坏视角［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５（１０）： １４６－１６０􀆰
［２８］赵振， 彭毫 􀆰 “互联网＋” 跨界经营———基于价值创造的理论构建［Ｊ］ ． 科研管理， ２０１８（９）： １２１－１３３􀆰
［２９］ＤＡＵＭＡＬ Ｍ􀆰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８，

２４（３）： ６７５－６８７􀆰
［３０］ＥＮＩＫＯＬＯＰＯＶ Ｒ， ＺＨＵＲＡＶＳＫＡＹＡ 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９１（１１－１２）： ２２６１－２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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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ＦＲＥＵＮＤ Ｃ 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６２（１）： １７１－１８９􀆰

［３２］ＨＡＩＮＩ Ｈ􀆰 Ｉ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１： １－２０􀆰

［３３］ＨＵＡＮＧ Ｘ， ＳＯＮＧ Ｘ􀆰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２７（４）： １１２６－１１４７􀆰

［３４］ＫＵＲＩＨＡＲＡ Ｙ，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１）： １－１３􀆰

［３５］ＬＥＮＤＬＥ Ａ， ＯＬＡＲＲＥＡＧＡ Ｍ， ＳＣＨＲＯＰＰ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ｅ Ｇｏｅ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Ｂ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２６（５９１）： ４０６－４４１􀆰

［３６］ＬＥＳＡＧＥ Ｊ Ｐ， ＰＡＣＥ Ｒ 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４８（５）： ９４１－９６７􀆰

［３７］ＭＡ Ｓ， ＦＡＮＧ Ｃ􀆰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１－１６􀆰
［３８］ＭＡ Ｗ， ＮＩＥ Ｐ， ＺＨＡＮＧ Ｐ，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０， ２４（２）： ５０３－５２３􀆰
［３９］ＭＥＬＴＺＥＲ Ｊ􀆰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 ＳＳＲ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００５７８， ２０１４􀆰
［４０］ＴＡＫＫＡＲ Ｉ， ＳＨＡＲＭＡ 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ｎ Ｉｎｄｉ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２１（２）： ２０６－２２２􀆰
［４１］ＹＡＤＡＶ 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 １４（２）： １８９－２１４􀆰

Ｄｏ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９０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ＩＮ Ｆｅｎｇ， ＬＩＮ Ｓｈｕ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ｓｐｒｅａ⁃
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ｈａｓ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ｉｎｄｅ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２９０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１％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２􀆰 ５２２％ 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ｒｏｌｅ􀆰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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